
居延簡研究的早期階段

［英］鲁惟一

　　大約是在１９５７年，作爲一名較爲年輕而又没什麽經驗的研究者，我第一次注意

到了居延出土的木簡，而直接引起我研究居延簡興趣的主要有兩大原因。 首先，在我

研究秦、漢兩個朝代的歷史時，我發現傳世的《史記》和《漢書》在流傳過程中産生了許

多訛誤，使我感到有必要查看一些真正出自漢代的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 其次，在我

研究爵制設立的目的和意義時，曾有朋友———好像是劉殿爵———建議我可以從居延

或敦煌出土的漢簡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研究資料。

由於我在倫敦工作，可以有條件看到來自敦煌的簡牘。 這些敦煌簡牘是五六十

年前被探險家斯坦因（Ｍａｒｃ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爵士帶到英國的，可在大英博物館内研究。

更加幸運的是，博物館還出版了配有簡牘照片及釋文和注解的兩部書 〔１〕。 這兩部書

都是用法語寫的，一部是由沙畹（?ｄｏｕａｒｄ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於１９１３年完成，一部是由馬伯

樂（ＨｅｎｒｉＭａｓｐｅｒｏ）於１９５３年完成。 而除了上述兩大學者之外，我可能是唯一一位曾

要求看看大英博物館所藏簡牘文獻實物的人。 就是從那以後的一段時間裏，我讀了

王國維和羅振玉二人的著作。 他們的著作中也有斯坦因在他首次探險中所發現的簡

牘的照片，並且書中依據簡牘的形制與内容首次排出了敦煌簡牘文本的編次 〔２〕。

我對居延簡的初步認識得益於勞榦所著的那套《居延漢簡考釋》，這套考釋是他

在極其艱難的情况下完成的。 當日本軍隊在中國猖獗之時，勞榦在重慶工作，那裏是

中國政府的所在地。 勞榦特别值得令人敬佩，因爲他的著作完成於戰時惡劣的環境

〔１〕

〔２〕

沙畹（?犱狅狌犪狉犱犆犺犪狏犪狀狀犲狊）： 《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所獲漢文文獻》；馬伯樂（犎犲狀狉犻犕犪狊狆犲狉狅）： 《斯坦
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文書》（犔犲狊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狊犆犺犻狀狅犻狊犱犲犾犪狋狉狅犻狊犻è犿犲犲狓狆犱犻狋犻狅狀犱犲犛犻狉犃狌狉犲犾犛狋犲犻狀犲狀
犃狊犻犲犆犲狀狋狉犪犾犲），倫敦，大英博物館董事會，１９５３年。

王國維、羅振玉著： 《流沙墜簡》，１９１４年。



中，當時可能連基本的照明都無法保证。 然而，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説，没有實物照片

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和考證之部使用起來並不容易： 石印的手寫稿對於理解簡牘

殘片的書寫格式或是它們的編聯方式，都没有給出什麽指導性的幫助。 倫敦的同事

和老師告誡我，説我在簡牘研究方面缺乏足够的經驗，我對此很少感到詫異。

然而，有一個機會，使我於１９６０年９月來到了京都大學，在那兒花了一年的時間，

專門從事學習和研究，而且没有任何的教學任務，這個機會很快再次燃起了我的研究

興趣。 我很快得知，人文科學研究所每周都舉辦一次學術研讀班，每次都會有六七位

日本學者一起會讀居延簡，並對居延簡的意義做出解釋。 這些居延漢簡研讀班自然

都是用日語進行的，每當我慶幸自己能够聽懂其中若干談論時，卻還是有大量的内容

被錯過了。 討論會通常從下午２點開始，持續到晚上９點纔結束。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

以後，我纔學會效法我的日本同事帶上便當來參會，或是利用我們中場休息的半個小

時吃吃外賣。 鼓勵我做居延簡研究工作的也正是這些日本同事，我尤其要感謝的是

森鹿三、藤枝晃、大庭脩、米田賢次郎及永田英正幾位先生，感謝他們給了我極大幫

助，感謝他們在理解簡文的目的及意義方面所提出的真知灼見。 實際上，他們已經能

够發表一些研究成果。 在那個時候，我們都特别遺憾不能與中國的學者一起切

磋———他們也一定與我們一樣，以同樣的方式從事着這一研究。

我們研讀班手頭所擁有的材料比起我在倫敦、在勞榦相繼出版的《居延漢簡考

釋》釋文和考證之部裏所見到的材料都要完善得多。 這些材料裏包括一整套勞榦在

臺北出版的《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以及他新出的《居延漢簡考釋》，這個考釋本是勞榦

對他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所出版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及《居延漢簡考釋·

考證之部》兩書的修訂本。 我們的研究也得益於《居延漢簡甲編》，這是北京的中國科

學院於１９５９年出版的，書中印有２５００多枚簡牘及殘片的圖版。

勞榦所出版的圖版與中國科學院所出版的圖版之間，在圖版的編次方面存在着

一個較大、較重要的差别。 勞榦的三部書中，圖版的編次通常是較隨意的。 考古學家

一般發現簡牘後，就會將其成捆打包，故所有簡的圖版上也都相應地附有其包裝的編

號，及其各枚簡編聯的序號，如“１３６．３９”，是指包號爲１３６的第３９支簡。 所以，除了個

别的差錯或偶然的因素外，很顯然可以判斷出，凡是包號相同的簡都源於同一地點、

同一批簡。 在勞榦出版的圖版中，有時會將由於存放於同一包中、因而源於相同地點

的簡牘的圖版編在一起。 但是，多數情况下，勞榦的圖版並没有據此來編聯。 而中國

科學院所出版的《甲編》中，對於簡牍圖版的編聯更爲細緻謹慎，比如，凡是第３１１號

包中的簡幾乎都被編聯在同一簡册中。 此外，《甲編》還附有簡牘主要出土地點的重

要信息，例如破城子，但没有更詳細的出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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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漢簡是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於１９２７—１９３４年在中國進行考察時發掘的，雖

然當時的考古學家發表了一些報告，但書中没有包含我們想知道的信息。 參加居延

漢簡講讀班的一些日本學者中，有的可能已經走訪了中國的許多地區，但據我所知，

其中卻没有一位遠達過敦煌或居延地區。

所以，我們一頁一頁地仔細翻看圖版，憑藉着勞榦的《居延漢簡》三部書來做簡牘

研究，因爲他的書裏所包含的要比《甲編》裏所包含的多。 此外，我還利用自己幾乎所

有的時間來獨立地研究資料。 這裏應讀的著作就有很多，例如有陳槃、陳夢家、陳邦

懷、馬衡等諸位先生的著作，當然也包括勞榦先生的著作，還有日本的伊藤道治、川勝

義雄、西嶋定生、森鹿三以及藤枝晃等先生的著作。 通過對簡牘圖版的研究，我自己

發現了其中大量的問題，比如有若干兩支以上的簡以完全同樣的方式排列着，有些簡

牘的文字書寫完全出自同一人之手，有些簡牘的内容完全屬於同一類型，諸如對吏卒

或其家屬所配給的穀物或食鹽的數量等。 這使我斷出這些簡牘可能出於一種而且就

是相同的一份文書。 之後不久，我便論证了１０００多枚簡牘分屬於４３件不同的文書。

用兩套勞榦的圖版，就能將每一支簡或者殘片的照片剪下來，然後再將其背對背地貼

在一起，這樣就可以試着復原出文書的原來模樣了。

爲了固定木簡以防簡片散落，也爲了使簡册可以卷起來，最初所有的簡都是用編

繩緊緊編聯在一起的，而敦煌所出土的木簡中没有一例簡册得到完好的保存。 還好

從居延出土的簡牘中有兩部簡册保存完整。 一部由７７支簡編聯而成，包含了公元

９３—９５年的記録；另一部署爲公元前４２年的，由三支簡構成。 這些材料在説明簡册

原始的面貌方面具有極重要的價值。 而除了那些成卷的完整無損的簡牘外，還存在

大量不同形狀、不同長短、形制各異的簡，所以有必要考證各種形制的簡牘所要起的

作用是什麽。 通過簡文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卷起來的簡册上面附有題籤，以區别書

卷的内容。 還有一些籤牌是在傳遞過程中被添加上去的，記有送達地址以及燧卒簽

收時間的信息。 有少數起到路牌的作用，通關者必須用此來證明自己的身份。 還有

少數被稱爲檄的簡牘，具有傳送的作用，其形狀特别，一般由快馬傳遞。 此外，還有的

木簡有兩個契口，以便用編繩把整卷木簡編聯起來後，施加封泥，使其得以封緘。

在發現這些簡牘文書的地方，没有有關組織和管理屯守在邊陲要塞地區的戌卒

的直接知識的報告、命令或其他形式的文件，也没有後來的任何軍事通訊的例子可以

讓我們想象我們有可能會發現什麽，或者那些文書有可能會有什麽樣的形式。 關於

漢代軍隊的組織方式，在居延簡牘中同樣也找不到任何信息，衹能見於《史記》、《漢

書》部分章節裏僅有的記載，而這些記載没有涉及被征募的士兵如何集結、如何行軍

到西北地區、如何使用武器進行操練以及如何駐軍防衛等具體問題。 通過對於居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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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的釋讀與綴合工作，漢代郵驛傳遞制度的運行、屯守於防禦綫上的駐軍利用烽火

信號進行逐烽傳遞軍情的景象，以及用以檢查軍隊裝備、固定糧食衣物配給而存在的

種種安排都可能重現在我們面前。 居延漢簡還提到一些有關控制行人進出、修繕房

屋的日常事務。 有少數幾枚簡源於中央政府所發佈的皇帝詔令，其書寫字迹比起其

他大多數簡文都更爲規範和專業。

居延所出土的簡牘共計１萬多枚，其中一些帶有日期的簡排在公元前１０２年至公

元９８年之間。 有一個普遍的問題確曾在京都大學居延漢簡研讀班上討論過，就是儘

管商人與散客來往於敦煌的主要干道是自西向東的，漢代卻在薄弱地區建立起一道

由南到北的防禦綫並派吏卒屯戌，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 有關田卒（被招募來從事農

業勞動的士兵）的簡文，提供了答案： 南北走向的防禦綫保護了漢代政府在居延河套

地區建立起的農業，以生産自西向東這條主要防禦綫上所必需的食糧。

簡文中出現了許多必須從技術層面進行考察的問題，諸如配給吏卒及其家屬穀

物所使用的量制等。 必須查明某些特定術語的含義，它清楚地標明了軍事設施上的

專用部件，例如附置於邊塞城墻上用以安裝重型弓弩的各種裝置，以及去搞清楚區别

不同弓弩强度的方法。 爲了再現漢代使用的曆法，有些人做了一些嘗試，較有名的是

黄伯禄（１９１０）、 陳垣（１９２６）及董作賓（１９６０）。 對簡文上所載的一些日期的研究表明，

他們復原的漢代曆法有些地方需要加以訂正，例如，什麽月份應從３０天改爲２９天。

考察一下簡文中關於日期的記載方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西漢時期都是用干支來記

日的，只是到了東漢時期，纔以數字來記日。

在我所有的工作中，我要特别感謝荷蘭萊頓大學的何四維（Ｈｕｌｓｅｗé）教授、倫敦

大學亞非學院的西門（ＷａｌｔｅｒＳｉｍｏｎ）教授。 何四維教授曾親眼見過居延簡牘的部分

木簡或者照片，並很快意識到居延簡牘是研究漢代制度和行政的非常有價值的材料。

在從京都大學回英國時，我給他看了我復原簡牘原貌的第一稿，現在回想起來，我都

特别感激，作爲一名資深的學者，他熱情地鼓勵我繼續研究。 同樣，當時倫敦大學漢

學系的主任西門教授，補正了我花了一年時間的研究成果，並且鼓勵我繼續研究。

關於這些簡牘在戰争期間如何被運出中國、並跨洋過海去華盛頓的故事，大家都

非常熟悉。 大概１９７０年前後，我在華盛頓訪問期間，滿懷着看一看原簡的希望訪問

了美國國會圖書館。 然而，結果讓我大失所望。 這些簡都已裝進箱子並交付庫藏以

便安全保護，圖書館的人員不允許以任何理由來打開箱子。 然而，過了幾年以後，我

非常幸運地訪問了臺北的中研院，那時存放木簡的箱子就藏在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地

下室裏，我有幸得到批准可以打開這些箱子查看，同時有一位研究所的人員奉命來陪

我———可能害怕我會偷偷拿走一些簡。 當第一個箱子被打開時，這是三十幾年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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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打開，我急切地想看看木簡被保護的情况，還好我發現這些簡牘在準備好的大箱

子裏雖然存放了這麽久，好像也没受到什麽損壞。

在我原來研究的過程中，我特别下功夫，想看看有没有可能將一些殘簡綴合在一

起，以形成一篇完整的簡文，而這個工作是以木簡的圖版爲基礎來進行的。 因此，我

很高興，這時能有機會將我的結論與原簡本身作對比。 這裏，監視我工作的“看守”給

予了我很大的幫助。 從北京等其他地方運來的珍寶在臺灣碼頭卸貨時，他曾受雇做

搬運工。 據他説，當卸貨車舉起一個挺大的箱子時，其機械部件吱吱作響，而後那個

箱子就一下子掉下來摔在了地上。 箱子裏面裝的是明清時期珍貴的瓷器。 他還告訴

我，他是如何花了幾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將瓷器的碎片拼在一起的。 當他發現我在

做完全相同的拼合工作時，他很清楚地示意我，哪些地方他同意我的想法，或者哪些

地方我的想法是錯的。

有一天，日本學者安排了一次考察，參觀八世紀日本的都城奈良，考古發現表明

那裏是宫殿群的遺址。 在他們的考察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了木簡的殘片，還發現了

形制較小的木簡，上面寫有文字，其内容主要是關於實際事務，比如存貯穀物所必要

的賬單等。 那時，我們没有看到有長篇的簡文，或者作爲土地管理方式的一個部分的

公文。 當時在場的來自京都大學的所有學者，至少其中大多數，以前都没有機會看到

任何寫有文字的簡牘。

甘肅磨嘴子所發現的一種不同類型的簡文，極大地補充了我們所瞭解的漢代簡

牘文書的構成方式。 它們包括《儀禮》的若干篇章，以及一篇公元７２年授予老人特權

的文書。 磨嘴子簡的圖版及釋文於１９６４年出版，講明了那些比大家熟悉的居延、敦

煌簡長出一倍的木簡是如何使用於特殊目的的。 從一些簡文中還可以看到，抄手從

一開始就將編號添加在每支簡文的下方，從而有助於編繩散斷後的再次編聯。

此後，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有了一系列的發現，尤其豐富的是馬王堆。 居

延和額濟納河的“新”發現爲數众多，極大地增加了我們有關漢代制度與行政方法的

知識，其中有更多的簡册保存完整，編繩依舊編聯在卷成的簡册上。 其他地方的遺址

也有豐富的簡文發現，其内容有的是曾見過的文獻，有的則是迄今大家所未知的著

作。 這些有價值的新發現將在今後許多年吸引中外專家從事研究。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魯惟一：劍橋大學，此文由程薇翻譯，邢文審校）

·８３２·

出土文獻（第二輯）


